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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中央苏区时期调查统计的法制保障
□ 董 超 邓亦林 李 想

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史陈列馆。 资料图片

调查统计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 革 命 和 科 学 决 策 的 重 要 依
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调查统计，通过调查统计扎
根 社 会 基 层 ， 聆 听 群 众 心 声 ，
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提出符合
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
的治国理政新战略。中央苏区
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治国理
政的伟大预演和法制建设的伟
大探索，先后制发多部涉及调
查 统 计 的 法 律 法 规 ， 持
续 推 进 调 查 统 计 制 度
化 、 规 范 化 发 展 ， 以
保 障 统 计 数 据 的 真 实
性、准确性和即时性，从
而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提
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判词是重要的法制史资料，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判词主要见于 《文苑
英华》 和 《全唐文》。在总数约 5 万件的敦煌遗书中，法制文书占比并不
高，《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二辑）》 中收录了法典写本
及判集残卷 29 件，其他如判词、争讼状牒、法律档案等残卷几
十件，其中包括 5 件唐代判例，但大多为“科判”，属于实际断
案所写的“案判”并不多。这些判词格式固定，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
个方面，款款合律、文笔朴素、剖析具体、事理贯串，显示出相当高
的法律解释和推理水准。

唐代判词中“法理情”的融合及启示
□ 龙 鑫

唐代判词中“法理情”的融合

为父杀牛判

“ 判 题 ： 韩 孝 随 父 行 ， 牛 惊 抵
人，恐损父，遂以刀杀牛，牛主论告
孝，请价陪填事。判词：天经地义，
道冠生灵，立身扬名，德光终始，见
危授命，宣尼以为美谈。临难捐躯，
马迁述其遗烈，韩孝忝曰人子。先随
父行，逢莹角之初，惊似冲燕垒，遇
奔蹄之暂跃，若走秦郊，仓黄怡性之
忧，倏忽虑庖之患。霜锋一举，若庖
丁之刃游，冰锷聊挥，似宰夫之断
割。原始虽称犯罪，要终未可论辜，
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酬价
匪亏公理，与直有惬私家，庶叶平反
之词，以表从轻之典。”

这 一 判 词 出 自 《文 苑 英 华》，
案情是：韩孝与父亲一同出行，途
中遇到因为受到惊吓而四处冲撞的
牛，牛正要用角抵撞行人，韩孝担
心 牛 伤 害 父 亲 ， 当 场 用 刀 杀 死 了
牛。牛主人状告韩孝，要求他承担
责任并赔偿损失。

判词首先指出“天经地义，道
冠生灵”，承认孝道的价值，紧接着
肯定了韩孝的义举，称其“见危授

命 ”“ 临 难 捐 躯 ”， 为 “ 人 子 ” 楷 模 。
随后论述法理，《唐律疏议·厩库》 规
定 ：“ 诸 故 杀 官 私 马 牛 者 ， 徒 一 年
半。”此条明确将屠杀官私马牛定为刑
事犯罪，无论杀牛者身份如何，也不
论 杀 牛 动 机 ， 均 需 承 担 刑 责 。 此 外 ，

《唐律疏议》 还规定：“畜产欲抵啮人
而杀伤者，不坐、不偿。亦谓登时杀
伤者。即绝时，皆为故杀伤。”判词称
韩孝“原始虽称犯罪”，即认定其“恐
损 父 ” 而 杀 牛 的 行 为 违 反 了 法 律 规
定 ， 但 “ 要 终 未 可 论 辜 ”， 认 为 韩 孝

“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所
以 “ 酬 价 匪 亏 公 理 ， 与 直 有 惬 私 家 ，
庶叶平反之词，以表从轻之典”，即虽
然韩孝的行为违法，但考虑到其行为
是为了维护父亲的生命安全，符合儒
家道德规范，且体现了见义勇为，最
终判决韩孝以赔偿牛价代替刑罚。

这一判词体现出唐代司法在“礼
法结合”原则下，对“孝道”等儒家
伦理以及父子亲情的灵活考量，既坚
持 了 法 律 规 定 ， 又 维 护 了 伦 理 、 亲
情，凸显了 《唐律疏议》“半准乎礼，
半准乎法”的二元价值取向，是融合

“法理情”的典范。

取桡致殂判

“ 奉 判 ： 郭 泰 、 李 膺 ， 同 船 共

济 ， 但 遭 风 浪 ， 虽 被 覆 舟 。 共 得 一
桡 ， 且 浮 且 竞 。 膺 为 力 弱 ， 泰 乃 力
强 ， 推 膺 取 桡 ， 遂 蒙 至 岸 。 膺 失 桡
势，因而致殂。其妻阿宋，喧讼公庭，
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供推膺取桡是
实。郭泰，李膺，同为利涉，扬帆鼓
枻，庶免倾危。岂谓巨浪惊天，奔涛浴
日，遂乃遇斯舟覆，共被漂沦。同得一
桡，俱望济己。且浮且竞，皆为性命之
忧，一弱一强，俄致死生之隔。阿宋夫
妻义重，伉俪情深。悴彼沈魂，随逝水
而长往，痛兹沦魄，仰同穴而无期。遂
乃喧诉公庭，必仇郭泰。披寻状迹，清
浊自分。狱贵平反，无容滥罚。且膺死
元由落水，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
之咎。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
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俱缘身
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
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
喧扰。”

这一判词出自唐代敦煌文献 《文明
判集残卷》（编号 P.3813）。该判集中的
判文均以“奉判”起首，结尾附“并各
下知”等程式化用语。判词主文采用骈
文写作，在事实陈述中强化感染力。有
学者认为这类判词所涉及的案件人物、
事实、法律争议均源自现实，裁判逻辑
符合唐代司法实践，能够较真实地反映
唐代司法情况。

该案案情是：郭泰、李膺同船共
渡，遭遇风浪，船翻落水，二人“共得
一桡，且浮且竞”，郭泰力强“推膺取
桡”，李膺因“失桡势”而死亡。李膺
之妻阿宋认为其夫死亡是郭泰造成的，
因此“喧讼公庭，必仇郭泰”。

判词首先明确了事实“泰供推膺
取 桡 是 实 ”， 主 观 上 “ 同 得 一 桡 ， 俱
望 济 己 。 且 浮 且 竞 ， 皆 为 性 命 之
忧 ”， 为 了 自 救 而 争 夺 桡 ； 客 观 上

“ 巨 浪 惊 天 ， 奔 涛 浴 日 ， 遂 乃 遇 斯 舟
覆 ， 共 被 漂 沦 ”， 环 境 恶 劣 、 风 险 很

大。随后强调“覆舟自是天灾，溺死
岂 伊 人 之 咎 ”， 将 李 膺 死 亡 归 因 于 自
然灾害，切断郭泰行为与结果的因果
关系，增加了判定郭泰无罪的可接受
性 。 同 时 ，《唐 律 疏 议 · 斗 讼》 规
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诬告
者 须 承 担 其 诬 告 罪 名 对 应 的 刑 罚 。
针 对 阿 宋 是 否 因 “ 诬 告 ” 而 “ 反
坐 ”， 判 词 考 虑 到 “ 阿 宋 夫 妻 义 重 ，
伉 俪 情 深 ”“ 辄 欲 科 辜 ， 恐 伤 猛
浪 ”， 即 轻 易 地 判 断 对 错 或 施 加 惩 罚
过 于 草 率 ， 遂 判 “ 宋 无 反 坐 ”， 体 现
了对律条的灵活运用，实现了“法理
情”的和谐统一。

唐代判词中融合“法理情”的启示

何 为 “ 法 理 情 ”？ 简 言 之 ，“ 法 ”
是 高 度 抽 象 化 的 “ 理 ” 和 “ 情 ”；

“理”是经过洗练的“情”；“情”是补
充。三者并非对立，需要综合考量运
用 ， 以 提 升 裁 判 的 正 当 性 和 可 接 受
性。唐代判词往往严格援引 《唐律疏
议》 等 律 令 ， 即 “ 断 罪 皆 须 引 律 、
令、格、式正文”，体现出律令为纲的
特征。当律令无明文时，以儒家伦理
等为裁判依据，如援引 《春秋》“子为
父 隐 ” 精 神 ， 豁 免 义 子 藏 匿 养 父 之
责；承认“惧死求生，人之常性”，将
求 生 本 能 正 当 化 为 免 责 事 由 。 在

“情”上体现司法的包容性，强调体恤
伦理困境和修复社会关系。通过“法
理情”的融合运用，唐代形成了极具
韧性的纠纷化解机制，具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构建“披寻状迹—清浊自分—量情
裁判”的逻辑链

唐 代 判 词 在 综 合 运 用 “ 法 理 情 ”
时，强调逻辑链条的构建，即通过事实
认定、法律要件拆解论述、情理补强的

逻辑链设置，从事实、证据、归责、
衡平等方面进行有逻辑的法理分析，
展示“法律本于情理而立”，从而符
合社会朴素认知和道德观念，增强裁
判的可接受性。

首 先 ， 注 重 事 实 还 原 ，如 在
“取桡致殂判”中，详细追溯覆舟、
争桡、推搡的完整过程，建立时空
行 为 链 。 同 时 ， 比 对 当 事 人 供 述 ，

“泰供推膺取桡是实”，固定了案件
事实。

其次，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通
过 法 律 定 性 与 逻 辑 推 理 确 定 责 任 ，
如在“取桡致殂判”中，明确定性
了死亡原因，“膺死元由落水，覆舟
自是天灾”；通过分析推理确定了责
任 承 担 ，“ 俱 缘 身 命 ， 咸 是 不 轻 ”

“ 辄 欲 科 辜 ， 恐 伤 猛 浪 ”“ 宋 无 反
坐，泰亦无辜”。

再次，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兼顾
人伦、家庭、道德等人情，如在“为
父杀牛判”中，判词认为根据 《唐律
疏议》 的规定，韩孝的行为本来构成
犯罪，但其行为符合人伦、孝道，属
于见义勇为，因此以赔偿代替刑罚，
在清晰论述责任的同时，实现“法理
情”的融合，体现出对于伦理的关怀
和社会关系的修复。

运用语言精练、修辞生动的表达
技法

唐代在综合运用“法理情”说理
论证时，擅用表达技法，使判词繁简
得当，分析问题具体，论述观点前后
贯通。

首先，语言精练。唐代判词适
用固定的开篇范式、逻辑术语，正
确 反 映 当 事 人 主 要 争 点 ， 繁 简 得
当，提升了文书效率。如“为父杀
牛判”的判题为“牛惊抵人，恐损
父，遂以刀杀牛，牛主论告孝，请

价陪填事”，一句话既说明了案情
也明确了诉请。判词中“原始虽
称犯罪”中的“虽”字通过转折
句式平衡情法，是典型的唐代判
词风格。再如“取桡致殂判”以

“ 奉 判 ” 开 篇 ， 判 词 以 四 字 句 为
主 ， 如 “ 巨 浪 惊 天 ”“ 痛 兹 沦
魄”；简短的语言中因果论证层层
递 进 ， 如 “ 同 得 一 桡 ， 俱 望 济
己 ”“ 一 弱 一 强 ， 俄 致 死 生 之
隔”。这两篇判词仅用几百字就完
整 呈 现 了 案 件 全 貌 和 法 律 推 理 ，
体现了唐代判词语言之精练。

其次，修辞技法成熟。唐代
判词除运用对仗、排比、设问等
基本修辞技法外，还融合了独特
的司法表达策略，结合文学性与
法律论证需求，形成特色修辞体
系 。“ 为 父 杀 牛 判 ” 通 篇 采 用 四
字、六字对仗句式，如“天经地
义，道冠生灵；见危授命，宣尼
以 为 美 谈 ”； 并 通 过 引 用 经 典 增
强 判 词 的 权 威 性 ， 如 援 引 《论
语》 中的“见危授命”论证护父
正当性。“取桡致殂判”中运用了
设问，如“膺死元由落水，覆舟
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以
此强化论证。

面 对 错 综 复 杂 的 法 律 关 系 ，
判决若能对复杂的法律问题进行
剖 析 ， 分 析 其 法 理 、 事 理 、 情
理，将有助于在法律范围内寻求
案件办理效果的最优解，使实质
性化解纠纷成为可能。唐代判词
注 重 对 “ 法 理 情 ” 进 行 充 分 论
证，对于增强社会法治信仰、修
复破损的社会关系、彰显司法的
人文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为当下
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级人民
法院）

法定机构

调查统计的法定机构主要分布
于 党 务 系 统 、 军 事 系 统 和 政 权 系
统 ， 彼 此 间 相 互 协 作 、 信 息 共 享 ，
共同实施调查统计。这些机构的设
立和运作，既为苏维埃政权决策提
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也为调查统
计规范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党务系统

调查统计是党组织“决定政纲
策略的标准”，是党组织明确党内外
情形、各种事项发生原因及把握现
象发展趋势的基础。早在 1927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修订各级党部的
组织法时，就发布通告 《关于党的
组织工作》，决定在组织局下设调查
科，专门负责调查统计工作。中共
福 建 省 委 在 1929 年 1 月 3 日 发 布 的
第 十 五 号 通 告 《关 于 妇 女 运 动 问
题》 更是将调查统计作为妇女运动
的方针，要求党员“立即调查各乡
各业的女工农妇生活情况”，并附有

《女 工 调 查 大 纲》 帮 助 实 施 。 同 年 6
月，江西省委给赣西特委的指示信要
求赣西特委应注意经常做职工实际情
况的调查与报告，“要从职工实际生活
做 成 有 系 统 的 有 计 划 的 职 运 方 案 ”。
1931 年 6 月 7 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发
布通告 《对中央局关于召集全国苏维
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讨论意见》，
要 求 各 级 党 部 应 有 计 划 地 做 调 查 工
作，“由组织科组织干事或指定专人来
进行”，并对调查方法、调查项目提供
规划和指导，“调查方法就是召集各地
熟悉各方面情况的人开会调查，调查
项目即土地、商业、文化……”

军事系统

红 军 第 三 纵 队 政 治 部 在 1929 年 7
月 13 日印发的 《党员训练大纲》 中，
强调调查统计的重要性，“调查工作是
我们一切工作的主体，没有精确的调
查就不能组织群众，不知道当地情形
就无法获得良好的宣传成绩”，并要求
调查统计各地经济、文化、政治状况
以及户口和田地分配。1929 年 12 月通
过的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决议案》 提出，应有计划地
进行党内教育，“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
的调查和研究”，并要求党员学习游击
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材料。

1932 年 2 月 6 日，中国工农红军总
政治部发布通令 《关于颁布施行中国
工农红军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
明确规定调查统计组织机构、职能配
置 、 领 导 关 系 等 事 宜 ， 在 总 政 治 部 、
军区军团及军政治部下属组织调查部
内设调查统计科，在工农红军师下属
的调查统计科内设调查统计股，负责
指导有关机关开展调查统计工作。

政权系统

1931 年 4 月 25 日通过的 《闽西苏
维 埃 政 府 经 济 委 员 会 扩 大 会 议 决 议
案》，要求各级经济委员会负责“调查
统 计 物 价 、 生 产 品 、 商 品 出 入 情 形 ，
群众生活状况”。

1932 年 4 月 20 日，中央劳动部制
定颁布 《中华苏维埃各级劳动部暂行
组织纲要》，决定在劳动部内设的失业

工人介绍局和经济评判局分别设立统
计科，其中失业工人介绍局下设的统
计科负责“统计登记，失业救济，工
会介绍”等事务。1932 年通过的 《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
的暂行组织纲要》 规定，内务部暂时
负责管理“户口调查、生死和婚姻登
记等事项”，内务部内设的行政局和行
政科负责“调查户口，登记生死和婚
姻”等事项。同年 6 月 20 日，人民委
员会发布第六号训令 《关于保护妇女
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
织和工作》，将“关于妇女生活的调查
统 计 研 究 和 拟 定 改 善 妇 女 生 活 的 办
法”列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任务
和工作。

同时，鉴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打破
经济封锁的需要，人民委员会于 1933
年 4 月 28 日发布训令 《关于设立各级
国民经济部》，决定在国民经济人民委
员部内设调查统计局，负责“管理全
国工农商矿、交通、运输及一切关于
国民经济的调查与统计事宜”。

法定对象

调查统计的法定对象主要覆盖经
济 状 况 、 军 事 形 势 和 社 会 情 况 等 方
面，为理清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分析
决定土地革命策略，精准评估战争形
势，拟制作战方略，巩固发展革命根
据地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

经济状况

1931 年 4 月 25 日通过的 《闽西苏
维 埃 政 府 经 济 委 员 会 扩 大 会 议 决 议
案》 开篇即指出“苏区内群众需要多
少盐、 油 、 布 匹 ， 敌 人 封 锁 到 什 么
样 子 ， 我 们 没 有 一 个 切 实 的 调 查 统
计 …… 粮 食 缺 乏 统 计 ， 到 底 苏 区 内
缺 少 几 多 粮 食 ， 无 从 知 道 ”， 并 将

“ 调 查 统 计 物 价 、 生 产 品 、 商 品 出 入
情 形 ， 群 众 生 活 状况”列入各级经济
委员会的工作大纲。

1932 年 2 月 8 日，临时中央政府发
布 《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要求“各
地 政 府 应 立 即 详 查 现 有 耕 牛 、 工 具 、
种子多少及缺乏多少”，有计划地解决
春耕问题，缺乏粮食的地方，县政府
也应调查清楚，根据各地余粮或缺粮
实际情形详细调查统计，实行粮食调
剂。同年 5 月颁布的 《江西省第一次
工农兵苏维埃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的
决议案》 明确提出，需对江西省内特
产开展系统性调查统计，重点涵盖纸
业、油料、煤炭、乌砂、木料、夏布
等，并决定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内设
立财产经济委员会，负责相关产业的
调查统计事宜。同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
训 令 《关 于 商 业 税 与 店 租 之 征 收 事
宜》 则将调查统计运用到商业税征收
中，要求“将商业登记表及每月营业
调查表印好分发各商店”，并检查商店
资本和营业数额。

军事形势

调查统计是连接战略分析和战
术执行的桥梁，通过对敌我双方的
军事力量、战略资源、地理环境等
方面开展详细的调查统计，既可以

“摸清家底”，也可以“分析敌情”，
精准评估战争形势，拟定出更为合
理的作战方略。1929 年 9 月 1 日，陈
毅在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
的报告》 中对军事调查统计内容作
出明确要求，游击队应对当地的交
通、河流等进行调查统计，并强调

“此关于军事极需要”。
1933 年 6 月 11 日，红一方面军

司令部发布第五号训令 《关于各种
表册及填报手续的规定》，重新对各
种 表 册 式 样 和 填 报 手 续 进 行 规 范 。
其 中 各 部 队 《人 员 武 器 马 匹 统 计
表》 也相应地调整为 《战后人马武
器弹药统计表》《战后武器统计表》

《战后弹药统计表》《战后俘虏统计
表》。同年 11 月 10 日印发的 《社会
情形调查大纲》，要求红军调查统计

“全县赤卫军有多少连营团……人数
多少？武器数目并应以何种武器占
多数？”“全县有多少游击队及赤卫
队人数多少，成分几何？有多少枪
支 ？” 此 外 ， 从 1932 年 发 布 的 训 令

《执行红军优待条例的各种办法》 可
以看出，临时中央政府还曾要求对
军事人员的数量、成分、家庭状况
和参战情况等进行调查统计。

社会情况

中国共产党要求游击部队在到
达 某 地 以 后 ， 首 先 应 实 施 调 查 工
作 ， 须 调 查 统 计 “ 群 众 斗 争 情 况 ，
反 动 派 情 况 ， 当 地 经 济 生 活 ， 工
价，物价等”，经过调查后，才能开
会决定该地工作，以使决定符合当
地群众的需求。而对于调查统计做
得不好的地方，则提出批评，红四
军 的 “ 调 查 大 纲 不 好 ， 不 甚 精 细 ”

“ 调 查 的 人 技 术 不 好 ， 不 甚 精 确 ”，
导致统计数据材料不准确，不够契
合社会实际。因此，红军第三军团
前委于 1931 年 1 月印发 《赤白区域

社会情况调查大纲》，既涉及苏区
社会情况，如地势、田地、生活
状 况 等 ， 也 涵 盖 白 区 社 会 情 形 ，
如地势、文化、人口等，更加契
合苏区社会现实和革命需求。

1933 年 12 月 12 日，中央执行
委员会颁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地方暂行组织法 （草案）》，决定
在市区苏维埃与区属苏维埃内组
织委员会，共 28 种，其中有 10 种
委员会负有调查统计的职责，涉
及教育资源、人口结构、卫生条
件 等 方 面 ， 如 备 荒 委 员 会 负 责

“调查统计全市区与区属市内居民
群众中粮食不足及正患饥荒者若
干、需要接济粮食若干，并实施
救济办法”。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 导 苏 维 埃 政 权 通 过 通 令 、 训
令、条例等法律形式，凭借法律
强制力保障数据的真实、全面和
即时性，初步构建起调查统计的
法制保障体系。该体系在规范调
查统计机构的职责、明确调查统
计 的 内 容 等 方 面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
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科
学治理过程中的实践智慧。在这
一 法 制 保 障 体 系 的 有 力 支 持 下 ，
中央苏区的调查统计事业蓬勃发
展 ， 为 全 面 认 识 苏 区 实 际 情 况 、
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巩
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提供了重要
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对调查统计工作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重新审视中
央苏区时期调查统计的法制保障
实践，对于推动当前调查统计的
纵深发展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本文系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 （24ZX-
QM60）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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